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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垄断不仅会造成效率损失也会恶化收入分配，亦会对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最

优设计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模型，从效率视角剖析垄断对最优的

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进而将其拓展为异质性居民模型，利用数值模拟考察垄

断引致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及其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产出、居民

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就效率视角而言，Ramsey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

是利用累退的劳动所得税矫正垄断造成的劳动供给扭曲，而使名义利率为零（即遵循 Fried⁃
man规则）。考虑居民异质性和收入分配后，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Friedman规则仍然成立

且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的，故可促进效率提升和基尼系数下降；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最

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较弱且随垄断加剧而减弱但倾向于存在一个下限，致使居民收入差

距先是不断增大而后较稳定，但这是以名义利率增加进而较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因此，

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需要消除垄断、营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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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始终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一问题对于当

前中国经济而言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 40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世人

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居民收入差距亦快速增大，分配不公问题十分严峻。新时代，我国将

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提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因此如何有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并重就成为学

术界和政府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魏众、王琼，2016）①。

无疑，影响公平与效率权衡的因素众多，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市场环境的作用及其对

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最优设计的影响②。之所以以此为分析重点，原因在于：垄断（尤其行

政垄断）③始终是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且有持续加剧之势——盖庆恩等（2015）利用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发现，企业垄断加成（markup）从 1998年的 1.242上升到 2007
年的 1.507，增加了 21.3%。这不仅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如劳动供给下降），也恶化了居民收

入分配差距（Blanchard，1997；白重恩等，2008；白重恩、钱震杰，2009；陈宇峰等，2013）④，亦会

对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设计产生重要影响（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贾俊雪、

郭庆旺，2010）。理论上讲，垄断加剧时，Ramsey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可选择降

低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以刺激劳动供给、矫正垄断扭曲，但这可能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也

可提升名义利率（对垄断利润征收通胀税）以矫正垄断扭曲⑤，而这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如

交易成本增加）。因此，垄断使得Ramsey政府始终面临着政策权衡取舍，而很难做到公平与

效率的并重。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尤其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发展实践，可以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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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看到垄断引致的这一政策权衡贯穿于始终——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都强调效率优先，故倾向于

降低名义利率以促进经济效率，而削弱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以矫正垄断扭曲，体现在：2008年以前，名义利率

下降而基尼系数增加（见图 1）⑥；此后逐渐更加注重公平，故更倾向增强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以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而提升名义利率以矫正垄断扭曲，表现在：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下降而名义利率攀升（见图 1）⑦。

为了更严谨地阐释上述机理，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模型，给出解析解，从效率视角清晰揭示垄断

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然后引入居民异质性，利用数值模拟剖析垄断引致的公平与效

率的权衡取舍及其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产出、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

响。研究表明，单纯就效率视角而言，Ramsey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是利用累退的劳动所得税矫正垄断造成的

劳动供给扭曲，而使名义利率为零（遵循 Friedman规则⑧）。考虑居民异质性和收入分配后，在完全竞争市场条

件下，Friedman规则仍然成立且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的，故可提升经济效率、促进分配公平；而在垄断市场

条件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较弱且随垄断加剧而不断减弱，但倾向于存在一个下限，致使居民收入差距

先是不断增大而后较为稳定，但这是以名义利率持续增加进而效率的较大损失为代价的。因此，依靠劳动所

得税和货币政策很难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削除垄断（尤其行政垄断）、营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才是

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之道——这可为我国政府更积极地运用累进的劳动所得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利用

低利率政策提升经济效率以促进公平与效率并重以及共享发展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学术界关于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研究由来已久。目前，这方面的文献大体可分为两类⑨。一

类文献考虑了居民异质性但使用的是实际经济模型，关注重点在于最优劳动所得税政策而完全忽略了最优货

币政策及其影响（Mirrlees，1971；Diamond，1998；Saez and Stantcheva，2016；Heathcote and Tsujiyama，2016；金戈，

2010）。另一类文献则利用货币经济模型探究最优的货币政策和劳动所得税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影响

——早期研究大多使用的是代表性居民模型且只考虑了线性劳动所得税（Chari et al.，1996；Kahn et al.，2003；
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贾俊雪、郭庆旺，2010），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运用异质性居民模型考察最优的

非线性劳动所得税政策（Da Costa and Werning，2008；Gahvari and Micheletto，2014）。

本文主要沿循了第二类文献的基本做法。就理论框架而言，与Da Costa和Werning（2008）以及Gahvari和
Micheletto（2014）较相似（均考虑了居民异质性和非线性劳动所得税），但与他们的研究相比存在如下两点主要

不同。第一，他们在考察最优劳动所得税时采用的是Mirrlees方法——即将劳动收入视为私人信息，税务部门

无法全面掌握，故不事先设定税制形式而是通过求解激励相容条件给出。这一方法的突出不足在于：得到的

最优税制更像是一个“黑箱子”，现实操作性较差（Heathcote and Tsujiyama，2016）。本文则采用了Ramsey方法

——即利用一个简单函数刻画劳动所得税制，进而给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税制参数，故具有良好的现实

操作性⑩。目前，世界各国的名义劳动所得税制基本上都为累进的，但由于征管等因素，（尤其发展中国家的）

实际有效税制也可能是累退的（高凤勤、许可，2015）。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可涵盖累进、比例和累退税制的劳

动所得税函数，更好地捕捉现实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剖析不同税制设计的影响。第二，他们只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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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8~2014年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短期名义利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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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竞争市场且缺乏对收入分配的深入分析，本文则就完全竞争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的最优政策选择及其经济

影响（对产出、居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对比分析，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市场环境的重要性。除垄断利润规模以外，本文还在拓展模型中考虑了不同的垄断利润分配方式以厘清居民

利润分成收入差距的影响。结合我国不同时期公平与效率权衡以及财政政策的现实特点，本文亦深入探究了

财政支出融资压力和支出结构（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以及Ramsey政府公平偏好的影响。这些理论拓展

极大增强了本文理论分析的现实意义，亦有利于得到更为丰富的结论。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模型，从效率视角揭示垄断对最优的劳动

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第三部分构建一个异质性居民模型。第四部分利用数值模拟考察垄断对最优政

策权衡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探究垄断利润分配方式、财政支出政策和Ramsey政府

公平偏好的影响。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部分。

二、代表性居民模型：效率视角

本部分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的一般均衡模型，给出解析解，从效率视角清晰揭示垄断对最优的劳动所得

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

（一）居民

居民为理性、同质的（数量正规化为 1），整个生命周期内的预期贴现效用和为：

（1）
其中，ct为消费，ht为劳动投入，β∈（0，1）为贴现因子，E0为零期数学期望。效用函数 u为严格拟凹的二次连

续可微函数，且满足 uc＞0和 uh＜0。居民在 t期拥有状态一致的名义金融资产Dt+1和货币余额Mt。货币余额用

于商品交易——消费过程中产生交易成本 s（vt），vt=Ptct/Mt为消费—货币比率（以消费为基础的货币流通速度），

Pt为消费价格。s（v）为非负的二次连续可微函数且满足如下条件（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存在一个货

币满足水平 v＞0使得 s（v）=s′（v）=0（此时持有货币不会降低交易成本）；当 v≠v时，有（v-v）s′（v）＞0；当 v≥v，有 2s′
（v）+vs′′（v）＞0。

除工资收入以外，企业利润Πt也构成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因此，代表性居民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Ptct[1+s（vt）]+Mt+Etrt+1Dt+1=Mt-1+Dt+（1-τt）Ptwtht+Πt （2）
其中，rt为名义利率，wt为实际工资率。劳动所得税率 τt为工资收入wtht的函数，即：

τt=τ（wtht） （3）
目前，世界各国的名义劳动所得税制基本上都为累进的，但由于征管等因素，（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有

效税制也可能是累退的。因此，本文没有将劳动所得税限定为累进的，而是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情况，这也可更

好地揭示劳动所得税制不同设计的影响：τ′（·）＞0时，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税；τ′（·）＜0时，为累退税；τ′（·）=0
时，为比例税。

在（2）式和（3）式的约束下，居民选择{ct，ht，vt，Mt，Dt+1}∞t=0以实现效用（1）式最大化。求解该优化问题，可得

如下一阶最优条件：

uc=λt[1+s（vt）+vts′（vt）] （4）
-uh/uc=[（1-τt-τ′twtht）wt]/[1+s（vt）+vts′（vt）] （5）

rt+1（λt /λt+1）=β（Pt/Pt+1） （6）
vt2s′（vt）=1-Rt-1 （7）

横截性条件为：

（8）
其中，Rt=1/Etrt+1为总的无风险名义利率， 为名义随机贴现因子（q0=1）。（4）式表明，由于引入交易

E0∑
t = 0

∞
βtu(ct,ht)

lim
j→∞Etqt, t + j + 1(Dt + j + 1 +Mt + j) = 0
qt =∏i = 1

t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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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消费的边际效用和财富影子价格并不相等——二者之间存在一个由交易成本决定的楔子。（5）式表明，

非线性劳动所得税和交易成本的引入对居民的消费—闲暇选择产生了扭曲性影响：τt越大、τ′t越大（即劳动所

得税的累进性越强）和 vt越小，居民越倾向减少劳动供给和消费。（6）式为标准的资产定价方程，（7）式为货币

需求方程——名义利率越高（持有货币的成本越大），货币流通速度越快。

（二）企业

经济中存在两类企业：最终商品生产企业和中间商品生产企业，最终商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中间商品

市场为垄断市场——目前，我国行政垄断主要集中于中间商品即上游市场（刘瑞明、石磊，2011）。最终商品生

产企业以系列连续的、差别化的中间商品作为投入，采用Dixit—Stiglitz生产技术：

（9）
其中，Yt和 yt（i）分别为最终商品和中间商品产出，η为中间商品替代弹性。在最终商品价格 Pt和中间商

品价格 Pt（i）给定的情况下，可得中间商品需求函数：yt（i）=[Pt（i）/Pt]ηYt。中间商品生产企业采取线性生产函

数：yt（i）=ht（i），通过制定价格Pt（i）来最大化企业利润：π（i）=Pt（i）yt（i）-Ptmctyt（i）。mct为实际边际成本（易知

mct=wt）。求解该优化问题可得：wt=（η+1）Pt（i）/ηPt。
（三）政府

政府为Ramsey型的（即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通过征收劳动所得税、货币创造和发行公债Bt为财政支出

Gt融资。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Mt+Bt=Mt-1+Rt-1Bt-1+PtGt-τtPtwtht （10）
政府通过改变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 τt和边际税率 τ′t以及利率 Rt来实施政策，即{τt，τ′t，Rt}为政策变量，

刻画了劳动所得税政策和货币政策。

（四）经济均衡与Ramsey最优政策

经济达到系统性均衡时，所有中间商品生产企业面对相同的实际工资率，故采取相同的生产和定价策略，

即有 ht（i）=ht和Pt（i）=Pt。所以有：wt=（η+1）/η和Πt=πt（i）=-PtYt/η。此时，由无套利条件可知：名义利率必须非

负，即Rt≥1。此外，还需满足如下资源约束方程:
[1+s（vt）]ct+Gt=Yt （11）

在外生冲击Gt、政策变量{τt，τ′t，Rt}以及初始条件[R-1B-1+M-1]给定的情况下，竞争性均衡由满足（2）式、（4）~
（7）式、（10）式、（11）式、Rt≥1和 qt=Πt

i=1ri（q0=1）的{ct，ht，Mt，Bt，vt，wt，λt，Pt，qt，Rt}刻画。由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

Ramsey均衡条件：

[1+s（vt）]ct+Gt=Yt （12）
（13）

其中，vt≥v，vt2s′（vt）＜1，γ（vt）≡1+s（vt）+vts′（vt）。Ω=（1+η）/η∈（0，1）（1/Ω为企业垄断加成），则 1-Ω为垄断利

润比率（即垄断利润占产出的比值），刻画了垄断程度。（12）式为可行性约束方程（feasibility constraint），刻画了

整个经济的资源约束；（13）式为操作性约束方程（implementability constraint），刻画了政府的跨时预算约束。

由 Ramsey均衡条件（12）和（13）式，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关于最优的劳动所得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

命题。

命题 1：若存在Ramsey最优均衡配置，则最优劳动所得税的边际税率 τ′t=-（1-Ω）/Ω2Yt＜0（即为累退的），最

优货币政策遵循Friedman规则（即Rt=1）。

证明：Ramsey最优配置问题是在外生冲击Gt和初始条件（R-1B-1+M-1）/P0给定的情况下，在（12）和（13）式、vt
≥v和 vt2s′（vt）＜1的约束下，选取{ct，ht，vt，τ′t}以实现居民效用最大化。求解该优化问题，可得到如下关于 vt和 τ′t
的一阶最优条件：

Yt = éëê
ù
û
ú∫01yt(i)(η + 1)/η η/(1 +η), -∞ <η < -1

E0∑
t = 0

∞
βt{ }uc(t)ct + uh(t)ht +[(1 - τ′tΩYt)ΩYt - Yt] uc(t)γ(υt) =

uc(0)
γ(υ0)

R-1B-1 +M-1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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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其中，Lt为拉格朗日函数，ψt＞0和 ξt＞0分别为（12）和（13）式的拉格朗日乘子。 I（t）为指标函数：t=0

时，I（t）=1；t＞0时，I（t）=0。d0=（R-1B-1+M-1）/P0为居民期初的实际总财富。

由（14）式可知，t > 0时，有：

（16）
（16）式的右边 ψts′（vt）ct≥0，故有：τ′t≥-（1-Ω）/（Ω2Yt）。而由（15）式可知：∂Lt/∂τ′t＜0，即边际税率 τ′t越小越

好。因此，最优的边际税率 τ′t为角点解：

（17）
即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退的。（17）式成立后，有ψts′（vt）ct=0，进而由（7）式可知：Rt=1，即最优货币政策遵循

Friedman规则。命题 1证毕。

Schmitt-Grohe和Uribe（2004）以及贾俊雪和郭庆旺（2010）在只考虑线性劳动所得税的情况下指出：垄断将

抑制居民劳动供给，导致其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由于线性劳动所得税无法完全矫正这一扭曲，故Ramsey政府

还需使名义利率不为零，以利用通胀税将垄断利润（最终转化为居民消费）征收掉，促使劳动供给回到最优水

平。与之不同，理论命题 1则表明：在劳动所得税为非线性的情况下，即使存在垄断，Friedman规则仍然成立。

原因在于：此时，Ramsey政府可以利用累退的劳动所得税来刺激居民劳动供给——当累退性足够强（边际税率

满足（17）式）时，劳动供给将回到社会最优水平；而无需借助通胀税来矫正垄断扭曲，因为名义利率不为零会

带来交易成本，导致效率损失。

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指出：（1）市场环境的重要性。实际上，若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Ω=1），由（17）式可

知：最优劳动所得税为比例税。因此，市场环境在最优劳动所得税的决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

由于存在垄断才导致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退的。（2）这里采用的是代表性居民模型，因此累退的劳动所得税不

会造成任何福利损失，故成为Ramsey政府矫正垄断扭曲的首选。现实经济中，累退的劳动所得税会增大居民

收入差距。因此，理论命题 1也可理解为：Ramsey政府此时只关注效率而完全忽略了公平，无视累退的劳动所

得税带来的福利成本，故将累退的劳动所得税和Friedman规则作为最优政策选择。这可为 2008年以前我国基

尼系数上升而名义利率不断下降这一典型事实（见引言中的图 1）提供一个较好的解释。不过，这一较极端的

做法通常只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经济发展的初期），下文将考察更为普遍的情况即公平与效率权衡

的影响。

三、异质性居民模型：公平与效率权衡

本部分对前文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引入居民异质性，剖析垄断引发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及其对最优

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产出、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一）基本框架

模型关于企业和政府行为的设定与前文代表性居民模型一样，不同的是：此时居民为异质性的（数量仍正

规化为 1），体现在居民的劳动技术水平即劳动生产率 e（i）存在差异（Gahvari and Micheletto，2014）。e（i）服从

一个随机分布，分布函数为F（e）。居民 i在 t期的劳动时间为 lt（i），则其有效劳动投入为：ht（i）=e（i）lt（i），工资

收入为：wtht（i）=wte（i）lt（i）；拥有中间商品生产企业的股份为 α（i）（即获取垄断利润分成的比例，满足∫α（i）
dF（e（i））=1），得到的分成收入为πt（i）。因此，居民的税前收入差距源于两部分：税前工资收入差距和垄断利

润分成收入差距。居民 i拥有的政府债券和货币余额分别为Bt（i）和Mt（i），Bt（i）的名义总回报率为Rt，消费交

∂Lt∂υt = -ξt
γ′(υt)
γ(υt)2 uc(t)[(1 - τ

′ΩYt)ΩYt - Yt - I(t)d0] -ψts′(υt)ct = 0
∂Lt
∂τ′t = -ξt

uc(t)
γ(υt)Ω

2Y 2t

-ξt γ
′(υt)
γ(υt)2 uc(t)[(1 - τ

′ΩYt)ΩYt - Yt] =ψts′(υt)ct

τ′t = -(1 -Ω)/Ω2Y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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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为 s（vt（i）），vt（i）=Ptct（i）/Mt（i）为货币流通速度。因此，居民 i在 t期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Ptct（i）[1+s（vt（i））]+Mt（i）+Bt（i）=Mt-1（i）+Rt-1Bt-1（i）+[1-τt（i）]Ptwtht（i）+πt（i） （18）
其中，劳动所得税率 τt（i）为居民工资收入的函数。

居民的即期效用函数为：u（ct（i），lt（i））。在（18）式的约束下，求解居民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如下一阶最

优条件:
（19）
（20）

1-vt（i）2s′（vt（i））=1/Rt （21）
其中，γt（i）=1+s（vt（i））+vt（i）s′（vt（i））。（19）式表明：由于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且适用的劳动所得税率不

同，故异质性居民的消费与闲暇的边际效用比不同，进而具有不同的消费—闲暇选择。（21）式则表明，由于面

对相同的名义利率，居民会选择相同的货币流通速度 vt，进而相同的 γt，因此居民跨期消费的边际效用比亦相

同（见（20）式）。

为简化分析，本文不考虑居民期初的财富异质性，即假定居民在期初拥有相同的财富：M-1（i）+R-1B-1（i）=
Z0，∀i。不失一般性，令 Z0=0。这样，由（18）~（21）式和横截性条件可知，居民 i具有如下Arrow—Debreu长期

预算约束方程：

（22）
（二）经济均衡

经济达到系统性均衡时，所有中间商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和定价策略相同，因此可得：wt=（η+1）/η和πt（i）/
Pt=-α（i）Yt/η，其中Yt=∫yt（i）dF（e（i））=∫ht（i）dF（e（i））为经济总产出。此时，居民 i的预算约束方程（22）式变为：

（23）
（23）式表明，经济均衡时，居民的垄断利润分成收入和税前工资收入完全用于（含交易成本的）消费 ct（i）

（1+s（vt））以及缴纳劳动所得税 τt（i）wtht（i）和通胀税（名义利率不为零时持有货币的成本 ct（i）vts′（vt））。因此，

在政策变量{Rt，τt，τ′t}给定的情况下，居民决策{ct（i），ht（i），vt}由（19）~（21）式和（23）式决定。

总资源约束即可行性约束方程为：

∫ct（i）[1+s（vt）]dF（e（i））+Gt=∫yt（i）dF（e（i）） （24）
进而，由（23）和（24）式可得政府预算约束即操作性约束方程为：

Gt=∫[τt（i）wtht（i）+vts′（vt）ct（i）]dF（e（i）） （25）
即政府利用劳动所得税和通胀税为财政支出筹资。

此时，Ramsey最优政策问题是：Ramsey政府在（24）和（25）式的约束下，选择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变量

{Rt，τt，τ′t}以使社会总福利U=∫W（i）u（c（i），h（i）/e（i））dF（e（i））最大化。W（i）为居民 i的效用在社会总福利中

的权重，捕捉了Ramsey政府对不同收入居民的效用进而对分配公平的关注力度——低收入居民的权重越大，

对公平的关注力度越大。因此，Ramsey政府在预算约束下面临着公平与效率进而政策的权衡取舍：降低劳动

所得税的累进性可刺激居民劳动供给、矫正垄断扭曲，但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反之亦然）；提高名义利率也可

矫正垄断扭曲，但亦会带来效率损失（交易成本增加）。因此，Ramsey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取决于：其对公平

的关注力度以及对各种政策成本的权衡。由于无法给出模型显示解，下文利用数值模拟考察这一权衡对

Ramsey最优政策和宏观经济（产出、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四、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以 1998~2014年间的中国经济为样本，通过模型参数的合理赋值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数据主要来源

- ult(i)
et(i)uct(i) =

[1 - τt(i) - τ′t(i)wtht(i)]wt
γt(i)

uct(i)γt + 1(i)
uct + 1(i)γt(i) = β

RtPt
Pt + 1

∑
t = 0

∞
qtPt

é
ë
ê

ù
û
úct(i)[1 + s(υt) + υt s′(υt)] -[1 - τt(i)]wtht(i) - πt(i)Pt = 0

ct(i)[1 + s(υt) + υt s′(υt)] -[1 - τt(i)]wtht(i) - πt(i)/P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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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IMF的 IFS数据库和中经网数据库。

（一）参数化

首先，我们给出效用函数、非线性劳动所得税率、交易成本函数、劳动生产率分布函数、垄断利润分成比例

和居民效用权重的具体函数形式。特别地，本文采用如下效用函数：

（26）
其中，θ为闲暇效用弹性，ξ为风险厌恶因子——ξ=1时，（26）式简化为对数效用函数。

Collard和Dellas（2005）提出一个简单的劳动所得税函数：T（wh）=a0[wh-（a2+（wh）-a1）-1/a1]，T为劳动所得税收

入。由此可得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为：τ（wh）=a0[1-（a2（wh）a1+1）-1/a1]，1+a1等于风险厌恶因子 ξ，a2刻画了因征

税导致的工资收入损失，a0可由现实数据估算得到。这一函数刻画的并非法定税制而是（考虑了扣除、避税等

税基侵蚀后的）实际有效税制，税率在合理的参数取值范围内始终为累进的。然而，现实经济中劳动所得税的

实际有效税率也可能为比例的或累退的。因此，本文在Collard和Dellas（2005）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更好地捕

捉现实经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以及劳动所得税制不同设计的影响。特别地，我们假定劳动所得税的平

均税率为：

τ（wh）=a0-（a0-a3）[（wh）a1+1]-1/a1 （27）
进而，劳动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为：

τ′（wh）=（a0-a3）[（wh）a1+1]-1/a1-1（wh）a1-1 （28）
其中，a0-a3的符号和大小决定了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及其强弱：a0＞a3时，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税，（a0-a3）越

大，累进性越强；a0＜a3时，劳动所得税为累退税，（a0-a3）的绝对值越大，累退性越强；a0=a3时，劳动所得税为比

例税。

对于交易成本函数，遵循 Schmitt-Grohe和Uribe（2004）的做法，我们采取如下形式： ，

则由（20）式可知货币需求函数为：v2t=B/A+（Rt-1）/（ARt）。鉴于现实经济中居民工资往往呈现为明显的右偏分布

（即少数人的工资水平很高而多数人的工资较低），故假定居民劳动生产率 e服从一个均值为零、方差为1的对数

正态分布。对于垄断利润分成比例α（i），目前尚缺乏关于中国的现实数据和良好的文献依据。为此，本文在基

准分析中假定垄断利润依据居民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进行分配：α（i）=e（i）/[∫e（i）dF（e（i））]，稳健性分析考察了不

同分配方式的影响。对于居民效用权重W（i），参照Heathcote和Tsujiyama（2016）的做法，我们将其设定为：

（29）
其中，参数ω决定了Ramsey政府对分配公平的关注力度：ω=0时，W（i）=1，∀i，即Ramsey政府对所有居民

的效用赋予相同权重，社会福利函数为功利主义函数；ω＜0时，对高收入居民的效用赋予更大权重；ω＞0时，

对低收入居民的效用赋予更大权重，即更关注分配公平。

这样，本文共需确定 7个核心参数（A，B，Ω，ξ，a1，θ，ω）的取值。我们主要依据中国现实数据和已有文献进

行赋值，然后改变重要参数的取值进行稳健性检验。对于参数 A和B，本文通过估算我国货币需求函数加以确

定。具体而言，我们利用银行间 7天拆借利率度量名义利率Rt，用M1度量货币供给量，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名义值）近似刻画 Ptct（利用X-13方法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M1进行季节调整），从而得到货币流动

速度 vt。这样，由 v2t对 1/Rt进行回归可得：A=0.1808和B=0.059。盖庆恩等（2015）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调

查数据为基础，估算了 1998~2007年间的企业垄断加成（即本文的 1/Ω=η/（1+η）），结果在 1.242~1.507之间。因

此，本文将 0.725（1/1.38）作为 Ω的基准值（即垄断利润比率为 27.5%），然后考察其变化的影响。依据 1998~
2014年间我国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本文将财政支出比率（g=G/Y）的稳态值设为 0.191，将劳动时间的稳态

值设为 0.24（林细细、龚六堂，2007）。遵循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本文将风险厌恶因子 ξ设为 2（陈国进等，

2014），则有：a1=1。本文以ω=0（即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为基准值，稳健性分析考察了其变化的影响。最

u(c(i), l(i)) = [c(i)(1 - l(i))θ]
1 - ξ

1 - ξ ,ξ ≥ 1

s(υt) = Aυt +B/υt - 2 AB

W(i) = exp(-ωe(i))∫exp(-ωe(i))d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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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于闲暇效用弹性 θ，我们通过其赋值以使模型关于稳态名义利率的预测值与此间中国现实数据相一致。

这样，可得 θ=3。
（二）结果分析

表 1给出垄断利润参数Ω不同取值下的最优政策和主要宏观变量的模拟结果。我们考虑了 3种政策实

验：（1）实验Ⅰ，将劳动所得税限定为比例税；（2）实验Ⅱ，将货币政策限定为 Friedman规则（即R=1），允许劳动

所得税为非线性的；（3）实验Ⅲ，不做任何限制即允许Ramsey政府自由选择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

前两种政策实验旨在识别单一的最优货币政策和最优非线性劳动所得税政策以及二者在矫正垄断扭曲方面

的优劣，以便更好地理解政策实验Ⅲ揭示的Ramsey最优政策权衡及其经济影响。

1.完全竞争市场

首先，我们来探究完全竞争市场（Ω=1）的情况。由表 1可知：劳动所得税限定为比例税（实验Ⅰ）时，最优

名义利率为零，即 Friedman规则成立，这与 Schmitt-Grohe和Uribe（2004）的结论完全一致。而且，此时政府支

出完全由线性劳动所得税筹资，故税率 τ等于财政支出比率 g（0.191）。而当名义利率限定为零（即 R=1）并采

用（27）式定义的非线性劳动所得税（实验Ⅱ）时，模拟结果显示：a0=0.712＞a3=-0.568，即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

进的。究其原因在于：与高收入居民相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较低进而消费的边际效用较大；故为了实现

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为功利主义函数），Ramsey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对低收入居民少征税（乃至给

予劳动补贴）以刺激其消费，而主要增加高收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来为政府支出筹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

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率 τh和 τl分别为 56.221%和-33.532%（负值为劳动补贴）。这一政策无疑有利于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与政策实验Ⅰ（即劳动所得税限定为比例税）相比，此时居民收入（包括利润分成收入和工资收入）

的基尼系数GINI更小（实验Ⅰ和Ⅱ下的GINI分别为 0.44和 0.274），进而社会总福利水平更高。不过，累进的劳

动所得税抑制了高收入居民（也即高技能居民）的劳动供给，故导致产出下降。最后，当Ramsey政府可同时选

择最优的名义利率和非线性劳动所得税（实验Ⅲ）时，模拟结果显示，最优政策和宏观经济结果与政策实验Ⅱ
下的完全一样。因此，即使是考虑了居民异质性，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Friedman规则仍然成立，最优劳动

所得税为累进的，故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

2.垄断市场

下面，我们来考察垄断市场（Ω＜1）
的情况，模拟结果见表 1的后 6列。与完

全竞争市场不同，当劳动所得税限定为比

例税（实验Ⅰ）时，最优名义利率不再为零

且随着Ω减小（垄断增加）而增大：Ω从 1
减小到 0.5（垄断利润比率从零增加到

50%）时，R-1从零大幅提高到 13.594%，

这是因为此时Ramsey政府需要提高名义

利率来利用通胀税矫正垄断扭曲。劳动

所得税率随垄断增加而呈现出“倒 U型”

的变化态势：Ω从 0.91（1/1.1）减小为 0.67
（1/1.5）进而减小到 0.5时，τ从 20.813%增

加到 23.445%，然后减少为 19.336%。原

因在于：垄断增加导致劳动所得税的税基

减少（工资率和劳动供给下降），迫使

Ramsey政府不得不提高税率以为政府支

出筹资，这会进一步侵蚀税基；为避免这

政策实验

实验Ⅰ：
（限定劳动
所得税为
比例税）

实验Ⅱ：
（限定R=1）

实验Ⅲ：
（无限制Ramsey

最优政策）

变量

R-1
τ
Y
GINI
U
a0
a3
τh
τl
τmean
Y
GINI
U
R-1
a0
a3
τh
τl
τmean
Y
GINI
U

Ω=1
0.000
19.100
1.609
0.440
-33.691
0.712
-0.568
56.221
-33.532
19.100
1.144
0.274
-26.228
0.000
0.712
-0.568
56.221
-33.532
19.100
1.144
0.274
-26.228

Ω=1/1.1
0.128
20.813
1.470
0.440
-33.867
0.676
-0.381
52.626
-20.741
21.010
1.091
0.304
-28.473
0.974
0.671
-0.407
51.867
-22.984
19.618
1.092
0.304
-28.456

Ω=1/1.2
0.509
22.094
1.350
0.440
-34.338
0.638
-0.229
49.452
-10.104
22.920
1.045
0.330
-30.590
1.990
0.628
-0.281
47.854
-14.593
20.052
1.049
0.328
-30.521

Ω=1/1.38
1.798
23.336
1.173
0.440
-35.718
0.560
-0.012
44.410
5.731
26.358
0.977
0.368
-34.116
3.936
0.542
-0.109
41.121
-2.870
20.619
0.987
0.364
-33.877

Ω=1/1.5
3.122
23.445
1.080
0.440
-36.906
0.500
0.107
41.321
14.812
28.650
0.937
0.391
-36.300
5.336
0.477
-0.020
36.770
3.385
20.835
0.953
0.383
-35.890

Ω=1/1.7
6.252
22.570
0.959
0.440
-39.181
0.395
0.273
36.510
28.295
32.470
0.874
0.425
-39.732
7.958
0.360
0.096
29.493
11.912
20.838
0.904
0.411
-38.922

Ω=1/2
13.594
19.336
0.834
0.440
-42.941
0.328
0.414
11.538
40.925
38.005
0.744
0.451
-44.949
13.340
0.179
0.206
18.631
20.405
19.531
0.838
0.443
-42.939

注：政策实验Ⅰ中 τ为劳动所得税的比例税率。实验Ⅱ和Ⅲ中，τh为最高收入居民的劳
动所得税率，τl为最低收入居民的所得税率（负值为劳动补贴），τmean为平均税率。Y为总产
出，GINI为居民收入（包括利润分成收入和工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名义利率 R-1、τ、
τh、τl和 τmean的单位均为%，社会总福利U的单位为10-3。

表1 垄断与Ramsey最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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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恶性循环，当垄断增加到一定程度后，Ramsey政府将更倾向于依靠提高名义利率，以在矫正垄断扭曲的同时

获取更多通胀税收入，而降低劳动所得税率以刺激劳动供给（见（25）式）。由于比例的劳动所得税不改变居民

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基尼系数始终保持不变。

当货币政策限定为 Friedman规则但允许使用非线性劳动所得税（实验Ⅱ）时，模拟结果显示：随着Ω减小，

a0-a3不断减小（最终变为负值），即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随垄断增加而减弱。这与前文理论命题 1保持了

良好的逻辑一致性——即Ramsey政府通过降低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刺激劳动供给，矫正垄断扭曲。不过，为

了确保政府预算平衡，Ramsey政府此时不得不提高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 τmean（Ω=0.5时，τmean近乎为财政支出

比率的两倍）。在这样的政策组合下，产出下降（但降幅与实验Ⅰ相比较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社会总福利水

平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与政策实验Ⅰ相比，垄断程度较低（Ω较大）时，实验Ⅱ下的社会总福利水平较高；而当

垄断程度较高时，其明显较低（例如，当Ω=1/1.38时，政策实验Ⅰ和Ⅱ下的社会总福利分别为-35.718和-34.116；
Ω=1/2时，两种政策实验下的社会总福利分别为-42.941和-44.949）。这表明：当垄断程度较低时，利用劳动所

得税政策（降低其累进性）矫正垄断扭曲明显要优于货币政策（提高名义利率）；而当垄断程度较高时，货币政策

更优。

最后，当Ramsey政府可同时选择最优的名义利率和非线性劳动所得税（实验Ⅲ）时，与实验Ⅱ相似，随着Ω

减小（垄断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减弱（最终变为累退的），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增大，而最优名义利率始终

不为零且随着Ω减小而增加。这与理论命题 1不同，原因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能刺激劳动供给增加

从而矫正垄断扭曲，但在异质性居民条件下也会加剧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福利损失。因此，Ramsey政府不会只

依靠这一做法，而会同时选择提高名义利率来矫正垄断扭曲，以避免社会总福利水平的较大下降。既然垄断

程度较低时，利用劳动所得税政策矫正垄断扭曲更优（见上文关于两种政策优劣的对比分析），因此名义利率

上升幅度较小；而当垄断程度较高时，Ramsey政府更倾向不再降低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而转为主要依靠提高

名义利率来矫正垄断扭曲（因为此时货币政策更优），致使名义利率持续攀升。这可从图 2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如图 2（a）所示：随着（1-Ω）（即垄断利润规模）增加，最高收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率 τh持续下降；

最低收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率 τl先是大幅增加，而后（1-Ω＞0.52后）不断下降且与 τh近乎平行——即劳动所

得税的累进性在大幅减弱后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图 2（b）也显示：随着（1-Ω）增加，（a0-a3）先是不断

减小而后（1-Ω＞0.52）基本保持不变。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时名义利率大幅攀升（见图 2（c）），即

Ramsey政府不得不牺牲效率（利率提升）以避免收入分配的持续恶化。在这一政策组合下，随着（1-Ω）增加，

基尼系数先是不断增加而后基本保持不变，产出和社会总福利水平则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见图 2（e）和 2
（f））。由此可见，考虑了居民异质性后，垄断使得 Ramsey政府面临着公平与效率进而政策的权衡取舍——

Friedman规则不再成立，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比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明显要弱，且随着垄断增加而不断

减弱但倾向于存在一个下限，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先是不断增大而后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上，但这是以名

义利率持续增加进而较大的效率损失（交易成本大幅增加）为代价的。

五、垄断利润分配方式、财政支出政策与政府公平偏好的影响

为检验基准结论的稳健性并识别影响Ramsey最优政策权衡的潜在重要因素，本部分一方面考察核心参数

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具体而言，我们主要关注如下 3个重要因素：（1）垄断利润分配

方式；（2）财政支出政策；（3）Ramsey政府的公平偏好。

（一）垄断利润分配方式

本文理论模型中，垄断造成的劳动供给扭曲和居民收入差距是引发Ramsey最优政策权衡的关键，这不仅

取决于垄断程度即垄断利润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垄断利润在居民间的分配方式。基准分析采取了较简单的

做法——假定α（i）=e（i）/[∫e（i）dF（e（i））]，即居民的垄断利润分成比例与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图 3（a）中

的 45°线，意味着在劳动所得税为比例税的情况下，居民的利润分成收入与工资收入的分布是一致的。为了

公平与效率权衡：垄断、居民收入分配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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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垄断利润分配方式的影响，这里，我们尝试进行两类政策实验，即考虑分配方式为线性的和非线性的。

对于线性分配方式，我们尝试改变利润分配线的斜率：斜率越大，高技能居民的垄断利润分成比例越高；

斜率为 0°意味着利润绝对平均分配，与居民劳动技能水平无关（见图 3（a））。由表 2的模拟结果可知：斜率为

0°时，最优名义利率为零，原因在于：此时垄断利润绝对平均分配，造成的劳动供给扭曲较小，Ramsey 政府完

全可以只利用劳动所得税政策（降低累进性）加以矫正，而无需提高名义利率。随着斜率增加（由 0°增加为

60°，即垄断利润更多地分配给高技能居民），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和最优名义利率增加，产出和社会总福

利水平下降。居民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GINIl下降），而利润分成收入差距增大（GINIπ增加），故居民总收入差

（a）最优劳动所得税政策（τh、τl和 τmean） （b） a0和 a3

（c）最优货币政策（R-1） （d）基尼系数（GINI）

（e）总产出（Y） （f）社会总福利（U）
图2 垄断对最优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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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GINI）的变化不明确，取决于利润分成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进而与垄断程度有关：垄断程度较低（利润

分成收入比重较低）时，GINIl的下降抵消了GINIπ的增加，最终导致GINI缩小；垄断程度较高时，GINI则呈现出

“倒U型”的变化态势——斜率较高时，总收入差距之所以会缩小，是因为较高的利润分成收入导致高技能居

民的劳动供给出现较大下降所致，这可从下面关于非线性分配方式的分析中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利润分配方式
线性方式：

Ω=1/1.38

Ω=1/1.7

非线性方式 ：

Ω=1/1.38

Ω=1/1.5

0°线
30°线

45°线（基准设定）
60°线
0°线
30°线

45°线（基准设定）
60°线

低集中度（σ=0.08）
中集中度（σ=0.1）
高集中度（σ=0.12）
低集中度（σ=0.08）
中集中度（σ=0.1）
高集中度（σ=0.12）

R-1
0.000
2.494
3.936
4.597
0.000
4.420
7.958
9.800
0.553
1.778
3.118
0.281
2.000
3.931

a0

0.291
0.504
0.542
0.557
0.273
0.268
0.360
0.397
0.398
0.438
0.496
0.250
0.325
0.413

a3

0.223
-0.057
-0.109
-0.129
0.397
0.230
0.096
0.048
0.091
0.024
-0.052
0.315
0.178
0.058

τh

28.220
40.148
41.121
41.419
29.193
26.005
29.493
20.545
31.337
19.014
-3.372
27.030
17.634
-7.511

τl

22.280
0.128
-2.870
-3.979
39.714
23.153
11.912
8.244
10.382
5.379
0.081
31.488
18.191
8.314

τmean

26.358
22.369
20.619
19.908
32.470
24.753
20.838
19.210
25.331
23.365
21.574
28.068
25.052
22.473

Y

1.156
1.014
0.987
0.975
0.961
0.940
0.904
0.889
1.082
1.052
1.020
1.073
1.036
1.001

GINI

0.386
0.367
0.364
0.362
0.349
0.428
0.411
0.406
0.390
0.390
0.393
0.434
0.421
0.420

GINIπ

0.000
0.379
0.440
0.465
0.000
0.379
0.440
0.465
0.310
0.415
0.526
0.310
0.415
0.526

GINIl

0.585
0.361
0.327
0.314
0.711
0.475
0.386
0.355
0.431
0.378
0.328
0.521
0.426
0.351

U

-22.492
-31.712
-33.877
-34.793
-21.543
-34.784
-38.922
-40.742
-28.691
-31.153
-33.688
-28.918
-32.025
-35.282

表2 垄断利润分配方式与Ramsey最优政策

注：GINIl为居民工资收入的基尼系数，GINIπ为居民利润分成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他变量的含义和单位与表 1相同，其他参数取基准值。在非线性分配
下，垄断程度较高时，经济无法达到均衡，故考虑了Ω=1/1.5的情况。

（a）企业利润分配方式 （b）劳动所得税率

（c）税前工资收入 （d）居民总收入

图3 垄断利润分配方式的影响
注：图3（a）中的利润分成比例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除以技术水平最低居民的利润分成比例，其他参数取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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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线性分配方式，我们采取如下设定：α（i）=exp（σe（i））/[∫exp（σe（i））dF（e（i））]，参数σ＞0决定了垄

断利润向高技能居民分配的集中度——σ越大，集中度越高。显然，这类分配方式可以更好地捕捉经济现实

（例如，企业高管在垄断利润分配中往往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特别地，本文考虑了 3种情况：低集中度（σ=
0.08）、中集中度（σ=0.1）和高集中度（σ=0.12）（图 3（a）给出低集中度和高集中度两种情形）。与线性分配方式

相似，随着垄断利润向高技能居民分配集中度的增加，最优的名义利率和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增加。不同的

是：此时劳动所得税率与居民劳动技能水平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中等技能居民的税率较高，低

技能和高技能居民的税率较低），且随着集中度的增加，这一“倒U型”关系变得更为突出（见图 3（b））。原因

在于：利润集中分配给高技能居民，导致他们的劳动供给出现大幅下降进而可能出现“工资收入倒挂”现象

——即高技能居民的税前工资收入反而低于中等甚至低技能居民（虽然高技能居民的总收入水平很高），这一

“倒挂”现象随着集中度σ的增加而加剧（见图 3（c）和（d））。因此，Ramsey政府不仅需要降低低技能居民的劳

动所得税率以刺激其消费，还需要降低高技能居民（此时亦为低工资收入者）的劳动所得税率以刺激其增加劳

动供给。在这一政策组合下，垄断程度较高时，随着集中度增加，产出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居民总收入

差距略有缩小（见表 2中Ω=1/1.5的情形）。这一看似奇怪的结果实则较易理解——极少数居民占有了整个社

会绝大多数的收入，而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较低且差距较小，致使整个社会居民收入差距的GINI系数相对较

小，但经济效率低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缺失”的社会。

（二）财政支出政策

除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和矫正垄断扭曲以外，Ramsey政府还需利用劳动所得税为财政支出筹资。Heath⁃
cote和 Tsujiyama（2016）指出，政府支出筹资压力对最优劳动所得税政策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筹资压力越

大，累进性越弱。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影响。表 3显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最优名

义利率始终为零；随着财政支出比率 g增加，税率 τh、τl（为负值）和 τmean均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则有所减

弱。这表明，政府支出需求增加时，Ramsey政府会增加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率（或降低其劳

动补贴）来为支出筹资，但倾向以后者为主。其合理性在于：为了筹措更多收入，需要增加劳动所得税率，但应

避免劳动供给（尤其高技能劳动供给）进而劳动所得税基的较大减少，而主要增加低收入居民的劳动所得税率

（或降低其劳动补贴）能较好地确保这一点。这与Heathcote和Tsujiyama（2016）强调的逻辑机理是一致的。

财政支出规模增加带来总需求进而产出增加，但也导致税率增加进而对产出具有抑制作用。模拟结果表

明：在上述最优政策组合下，这两种影响大体相当，故产出不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下降幅度较小，故基尼

系数亦几乎未变。但由于税率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因此社会总福利水平有所下降。相似地，垄断市场条件

下，随着 g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有所减弱；且由于此时Ramsey政府还需矫正垄断扭曲，故与完全竞

争市场相比，累进性下降的幅度更大，最优名义利率也不再为零而是随着 g增加不断增加，因此基尼系数不断

增大，产出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不断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为更好地识别劳动所得税的直接影响，我们在基准模型中假定财政支出不直接影响企业

生产和居民效用，这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为此，我们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分别将财政支出引入企业生产函

数和居民效用函数中来考察生产性支出（公共投资等）和消费性支出（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支出等）的影响。

表 4给出生产性支出的影响结果。此时，

中间厂商的生产函数变为：Yt（i）=ht（i）ρG1-ρt
（0＜1-ρ＜1为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

相应地，企业超额利润增加为（1-ρΩ）Y，即
考虑了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后，除垄断利润

外，企业还可从免费的生产性公共服务中

获取额外一部分超额利润（贾俊雪、郭庆

旺，2010）。当 1-ρ保持不变时，随着生产

参数

Ω=1

Ω=1/1.38

Ω=1/1.7

g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R-1
0.000
0.000
0.000
3.664
3.936
4.249
7.192
7.958
8.916

a0
0.698
0.712
0.725
0.525
0.542
0.558
0.342
0.360
0.378

a3
-0.642
-0.568
-0.495
-0.196
-0.109
-0.022
0.000
0.096
0.191

τh
54.167
56.221
58.276
38.158
41.121
44.091
25.801
29.493
33.192

τl
-39.809
-33.512
-27.262
-10.670
-2.870
4.904
3.071
11.912
20.633

τmean
15.300
19.101
22.900
15.428
20.619
25.805
14.613
20.838
27.011

Y
1.144
1.144
1.144
0.994
0.987
0.978
0.918
0.904
0.889

GINI
0.274
0.274
0.274
0.360
0.364
0.368
0.405
0.411
0.418

U
-25.052
-26.228
-27.521
-31.986
-33.877
-36.005
-36.472
-38.922
-41.729

表3 政府支出与Ramsey最优政策

注：变量的含义和单位与表1相同，其他参数取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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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Ω=1/1.38

Ω=1/1.7

1-ρ
0.10

0.15

0.20

0.10

0.15

0.20

g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R-1
5.0663
5.5373
6.0981
5.9042
6.5324
7.2906
6.9133
7.7749
8.8520
9.4103
10.7895
12.6438
11.0677
13.0326
15.8009
13.4356
16.0571
20.6532

a0
0.4473
0.4612
0.4757
0.3901
0.4033
0.4180
0.3152
0.3294
0.3460
0.2102
0.2317
0.2559
0.1254
0.1534
0.1859
0.0285
0.0743
0.1489

a3
-0.051
0.0335
0.1184
0.0133
0.0968
0.1811
0.0703
0.1533
0.2366
0.0981
0.1892
0.2773
0.1327
0.2197
0.3022
0.1524
0.2329
0.2915

τh
31.5886
35.0179
38.4204
27.6515
31.3468
35.0101
23.1256
27.1323
31.1037
17.6004
21.8943
26.2263
12.7877
17.5439
22.373
7.5797
13.7143
20.1430

τl
-0.678
7.1322
14.9876
4.0082
11.8821
19.8102
8.3816
16.3168
24.2719
10.4748
19.1642
27.6156
13.2375
21.6716
29.7179
14.8121
22.7481
28.6596

Y
0.7826
0.7924
0.7979
0.6807
0.6974
0.7084
0.5815
0.6037
0.6190
0.7180
0.7190
0.7214
0.6213
0.6296
0.6307
0.5258
0.5370
0.5427

GINI
0.3818
0.3873
0.3934
0.3951
0.4014
0.4084
0.4104
0.4175
0.4252
0.4281
0.4355
0.4431
0.4413
0.4484
0.4555
0.4545
0.4586
0.4557

U
-42.381
-43.921
-45.911
-49.651
-50.807
-52.597
-59.044
-59.569
-61.009
-47.744
-49.901
-52.685
-55.664
-57.492
-60.182
-65.970
-67.244
-69.721

表4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Ramsey最优政策

注：g为生产性支出占产出的比值，1-ρ为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其他变量的含义
和单位与表 1相同，其他参数取基准值。

性支出比率（g=G/Y）增加，最优名义利率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减弱。因此，基尼系数增加，社会总福

利水平下降，这与表 3的结果相符。不同的是：此时，由于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故产出随着 g增加而增加。而

g一定时，随着生产性支出产出弹性 1-ρ增加，企业超额利润规模增加，故Ramsey政府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货

币政策（名义利率增加）和劳动所得税政策（累进性减弱）来矫正超额利润带来的扭曲。在这样的政策组合下，

基尼系数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

表 5给出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结果。此时，居民效用函数变为：ut（i）=[Ct（i）（1-lt（i））θ]1-ξ/（1-ξ）。Ct（i）=ct（i）+
αcGt为居民有效消费，取决于居民私人消费 ct（i）和政府消费性支出 Gt。αc刻画了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性支出

的互补性：αc＜0时，二者为互补的；αc＞0时，二者为替代的。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通过贝叶斯估计得到我

国的αc在（-0.43，-0.36）之间，故本文将αc设为-0.4。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与表 3的结果相似，随着消费性支

出比率（g=G/Y）增加，τh、τl（为负值）和 τmean均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则略有减弱。与之不同，垄断市场条

件下，随着 g增加，最优名义利率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略有增加。原因在于：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

会刺激私人消费增加（二者为互补的）进而促

使居民增加劳动供给，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Ramsey政府利用劳动所得税（降低累进性）

矫正垄断扭曲的压力。无论是完全竞争还是

垄断市场条件下，消费性支出规模增加均可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会导致产出和社会总

福利水平下降。

综上所述，财政支出尤其生产性支出扩

张加剧了Ramsey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和劳动所

得税政策矫正垄断扭曲的复杂性，不利于缩

小居民收入差距，消费性支出增加则有利于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导致产出和社会总福利

水平下降。因此，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

最优设计不应忽略财政支出政策的影响，而

应在一个整体框架内加以综合考虑。不过，

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均未改变

本文的基准结论。

（三）Ramsey政府公平偏好

基准分析使用的是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

数，即假定 Ramsey政府同等对待所有居民。

然而，现实经济中，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公平的

关注力度往往有所不同：发展初期，为了提升

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通常会更关注

高收入（也即高技能）居民的效用；而当收入

分配持续恶化时，政府则会转而更关注低收

入居民的效用，致力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

也符合中国发展实践。因此，我们尝试改变

效用权重参数ω（分别取-0.1、0和 0.1）来考察

Ramsey政府公平偏好的影响。

表 6的结果表明：Ramsey政府更关注公

参数

Ω=1

Ω=1/1.38

Ω=1/1.7

g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0.153
0.191
0.229

R-1
0.000
0.000
0.000
3.809
4.135
4.514
7.751
8.762
10.066

a0
0.753
0.782
0.812
0.670
0.736
0.818
0.594
0.708
0.860

a3
-0.675
-0.608
-0.541
-0.281
-0.216
-0.152
-0.141
-0.084
-0.032

τh
57.376
60.211
63.000
44.061
48.146
51.592
35.792
41.311
45.562

τl
-41.699
-35.714
-29.670
-16.214
-9.747
-3.245
-7.193
-0.983
5.137

τmean
15.300
19.103
22.901
15.255
20.400
25.537
14.038
20.100
26.086

Y
1.092
1.074
1.053
0.910
0.868
0.814
0.814
0.757
0.684

GINI
0.256
0.250
0.242
0.329
0.320
0.309
0.363
0.351
0.336

U
-28.522
-31.194
-34.421
-38.146
-43.071
-49.415
-45.123
-52.230
-61.807

表5 政府消费性支出与Ramsey最优政策

注：g为消费性支出占产出的比值，其他变量的含义和单位与表 1相同，其他参数取
基准值。

参数

Ω=1

Ω=1/1.38

Ω=1/1.7

ω
-0.100
0.000
0.100
-0.100
0.000
0.100
-0.100
0.000
0.100

R-1
0.000
0.000
0.000
2.912
3.936
4.398
6.446
7.958
8.719

a0
0.590
0.712
0.747
0.428
0.542
0.584
0.245
0.360
0.405

a3
-0.456
-0.568
-0.591
0.003
-0.109
-0.146
0.207
0.096
0.055

τh
48.016
56.221
58.332
35.176
41.121
43.000
23.618
29.493
31.558

τl
-26.298
-33.532
-34.827
5.442
-2.870
-5.555
20.969
11.912
8.620

Y
1.259
1.144
1.110
1.056
0.987
0.961
0.951
0.904
0.885

GINI
0.317
0.274
0.262
0.392
0.364
0.353
0.436
0.411
0.402

U
-26.616
-26.228
-26.263
-34.120
-33.877
-33.910
-39.113
-38.922
-38.952

表 6 政府公平偏好与Ramsey最优政策

注：各变量的含义和单位与表1相同，其他参数取基准值。

公平与效率权衡：垄断、居民收入分配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

应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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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后，会更倾向利用货币政策矫正垄断扭曲以便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垄断

市场条件下，随着ω增加（即更关注低收入居民效用），最优名义利率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增强。基

尼系数不断减小，但产出亦不断下降，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正因如此，社会总福利水平呈现出先增

后降的变化态势。不过，ω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随着垄断增加，最优名义利率增加，最优劳

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减弱，居民收入差距增大。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垄断（尤其行政垄断）不断加剧，不仅造成较大的效率损失也恶化了收入

分配差距，对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设计亦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模型，

给出解析解，从效率视角清晰揭示垄断对最优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进而将其拓展为异质性

居民模型，利用数值模拟考察了垄断引致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及其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以及宏

观经济（产出、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研究表明，单纯就效率视角来看，Ramsey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是利用累退的劳动所得税矫正垄断扭曲，

而使名义利率为零（即遵循 Friedman规则）。考虑居民异质性和收入分配后，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Fried⁃
man规则仍然成立且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的，故可提升经济效率、促进分配公平；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最

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较弱且随着垄断加剧而不断减弱但倾向于存在一个下限，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先是不

断增大而后较为稳定，但这是以名义利率持续增加进而效率的较大损失为代价的。拓展分析还表明：随着

垄断利润向高技能居民分配集中度的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和最优名义利率增加，产出和社会总

福利水平下降；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明确，取决于利润分成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进而与垄断程度有

关——垄断程度较低时，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垄断程度较高时则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态势，这主要是因为

较高的垄断利润分成收入导致高技能居民劳动供给出现较大下降所致。政府支出筹资压力增加将导致最

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减弱、最优名义利率增加，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增大、产出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生

产性支出扩张加剧了Ramsey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和劳动所得税政策矫正垄断扭曲的复杂性，不利于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消费性支出规模增加则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但会导致产出进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Ramsey
政府更关注公平后，会更倾向利用货币政策矫正垄断扭曲，而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以缩小居民收入差

距，致使名义利率增加（效率损失增加）而基尼系数下降。

上述结论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我国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垄断加剧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取舍以

及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最优设计的影响，对于如何促进公平与效率并重、共享发展亦具有重要启示。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垄断问题——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

来，甚至出现垄断（尤其行政垄断）持续加剧的不良倾向。无疑，垄断是一个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转

型的背景下，因其涉及国有企业改革、行政规制和寻租腐败等问题而尤显复杂。也正因如此，很长一段时期

内，我国政府都未能很好地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这一问题，而倾向于更多地借助财政货币政策（名义利率

保持在低位、削弱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促进经济效率，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增大。近年来，为遏制

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势头、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增强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

亦加大了社会保障等民生性支出力度，使得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也导致名义利率增加，不利于经济效率的

提升。事实上，就本文研究来看，单纯依靠这些政策很难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并重；消除垄断（尤其行政

垄断）、破除市场壁垒、营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这可为我国政府更积极地运用累进

的劳动所得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同时利用低利率政策提升经济效率以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促进共享发

展奠定良好的市场基础。

（作者单位：贾俊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孙传辉，中央财经大学

财经研究院。责任编辑：闫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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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对公平与效率的侧重有所不同：21世纪以前，主要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此后

逐渐更加注重公平，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魏众、王琼，2016）。

②个人所得税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居民劳动所得（即工资薪金所得）采取的是累

进税制，对其他所得实行的是比例税率，工资薪金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比重接近 70%。本文分析重点在于前者，故统一使用

“劳动所得税”这一术语。

③垄断包括经济垄断和行政垄断：前者是指企业凭借规模经济和技术优势等获取市场垄断地位，后者主要是行政管制带来的垄

断，而行政垄断在我国更加突出（刘小玄、张蕊，2014；杨继生、阳建辉，2015）。本文对这两类垄断不作细分。

④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指出，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垄断增加对

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度接近 30%（国有企业改制的贡献度为 60%左右）。陈宇峰等（2013）也得到类似结论。还有一些

研究指出，行业垄断（主要为行政垄断所致）是导致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岳希明等，2010；叶林祥等，2011）。

⑤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对企业的垄断利润征收 100%的利润税，但这一政策缺乏现实操作的可行性。

⑥图 1中的名义利率为月度 7天银行间拆借利率，数据来自中经网，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目前，国家

统计局只公布了 2003年以来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关于基尼系数的大小，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但普遍认同其在 2003年以前也

是不断增加。陈斌开和林毅夫（2012）也注意到类似现象，即 1992~2008年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 1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同步

下降；既然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是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意味着这一时期的基尼系数与利率为反向变动关系。不过，他们将此

归因于：金融抑制形成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穷人补贴富人的机制，而忽略了垄断加剧这一典型事实及其影响。本文研究可视为他们的

一个有益补充，有助于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更全面地认识基尼系数与利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以及垄断加剧这些典型事实之间的内在逻

辑关联。

⑦一些研究表明，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不断减弱，近 10年间则有所增强（徐建炜等，2013；岳希明

等，2014）。这主要归因于：2006年以来，我国对个人所得税（尤其工资薪金所得税）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提升累进性——2006年将

免征额从 800元提高到 1600元，2008年提高到 2000元，2011年进一步提高到 3500元，并将税率累进结构由 9级减少为 7级（降低了中

低档税率，扩大了低档和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⑧Friedman（1969）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使名义利率为零，后人称之为 Friedman规则。一个直观解释是：货币的机会成本近乎为

零，故最优的货币收益（即名义利率）也应为零。另一种解释是：货币为中间商品，故依据对中间商品不征税的最优税收原则（Dia⁃
mond and Mirrlees，1971），对货币不应征税，即名义利率为零。

⑨关于这两类文献较详细的介绍，请参见Gahvari和Micheletto（2014）。

⑩Heathcote和Tsujiyama（2016）详细介绍了最优税收理论研究的Mirrlees方法和Ramsey方法。

居民获取的企业利润收入可视为股息收入。目前，我国对股息收入征收的是比例税（税率为 20%）。为了更好地识别劳动所得

税的直接影响，我们没有考虑股息收入税或企业所得税。引入这两种税（只要税率不是 100%）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为了与已有研究保持良好的可比性，也为了更好地识别劳动所得税的直接影响，遵循此类文献的普遍做法，本文没有考虑资本

（Schmitt-Grohe and Uribe，2004；Da Costa and Werning，2008；Heathcote and Tsujiyama，2016）。

居民为同质的，故不存在相互借贷，因此均衡时居民持有的名义资产就是政府债券。

限于篇幅，略去由竞争性均衡条件给出Ramsey均衡条件的详细证明。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13）式与操作性约束方程的

标准形式不尽相同——包含了边际税率 τ′t，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出劳动所得税率 τt的具体函数形式。若采用下文（27）式定义的税率

τt，可得 τ′=（a0-a3）[（ΩY）a1+1]-1/a1-1（ΩY）a1-1，则（13）式与标准形式一样（只包含实际变量和结构性参数）。此时，a0和 a3为政策变量（a1由
效用函数参数确定，详见下文介绍）。可以证明：最优时有 a0＜a3，即劳动所得税为累退的。

这里只关心最优劳动所得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因此略去关于 ht和 ct的一阶最优条件。

均衡实际工资率w=（1+η）/η，由此可知：垄断增加（η/（1+η）增大），实际工资率进而劳动供给下降。

Heathcote和 Tsujiyama（2016）利用代表性居民模型也发现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退的，并给出类似解释。但他们没考虑垄断造成

的劳动供给扭曲而是引入外生的劳动冲击，且使用的是实际经济模型因而忽略了货币政策的影响。

为简化起见，假定异质性居民之间不存在借贷，因此居民拥有的名义资产就是政府债券。

这一设定意味着，经济均衡时，居民拥有的实际货币余额m（i）和实际政府债券 b（i）满足：m（i）/R+b（i）=0。由于均衡时居民的

消费—货币比率相同但消费不同，故拥有的实际货币余额和实际政府债券不同。

数值模拟时需要进行离散化处理，且不能使用整个对数正态分布区间（e取最小值的概率不为零），故本文采用的是对数正态分

布 1%~99%的概率区间。采取不同的右偏分布不会明显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我们利用ADF检验对 v2t和 vt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在 5%的置信水平上为平稳序列。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

归（滞后 1~3期的因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为：v2t=0.343+4.917×（1-1/R），常数项和回归系数的 t统计量分别为 31.17和-28.09，R2
为 0.78。

正因如此，与政策实验Ⅱ相比，此时的 τh、τl和 τmean较小，a0-a3较大（即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较强）。而且，实验Ⅲ下的社会总福

利水平始终高于政策实验Ⅰ和Ⅱ下的社会总福利水平。

为了清晰地反映居民利润分成比例的差异，图 3（a）中的利润分成比例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即除以最低技能居民的利润分成比

例。

斜率由 0°增加为 60°时：Ω=1/1.38时，GINIl从 0.585下降为 0.314，GINIπ从零增加为 0.465，GINI从 0.386减小为 0.362；Ω=1/1.7时，

GINIl从 0.711减小为 0.355，GINIπ从零增加为 0.465，GINI从 0.349增加为 0.428然后减小为 0.406。
这一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2005年间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性不断减弱的事实。1998年实施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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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呈现出持续增加的态势（从 1998年的 12.67%增加到 2005年的 18.11%），这带来较大的筹资压力

（个人所得税收入与GDP的比值从 1999年 0.49%增加到 2005年的 1.12%），因而削弱了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

为了识别这两类支出的直接影响，我们没有将它们同时引入模型。这样的理论拓展也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的现实考量：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而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都将面临民生方面

的巨大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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